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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早 期 法 治 观 刍 议

赵　光　元

[摘　要]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酝酿和萌芽过程异彩纷呈 ,法治思想也在其中蕴涵。在这些

零星渗透 、只言片语的法治思想初步表达中 ,青年毛泽东述及了法的制定 、实施和遵守 ,即立

法 、执法 、守法等内容 ,一定程度上阐述了其法治观 。这些观点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 ,构成了毛

泽东法治思想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 关键 词 ] 毛泽东;早期;法治观;多重;流变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 A

毛泽东早期法治思想 ,多渗透于哲学 、政治 、法律 、历史 、伦理 、社会 、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论述中 ,也经历了一个崎岖

发展过程。但是 ,“`善法恶法' 论 、̀ 民治' 观点等清晰可见 ,`宪政' 和̀ 法治' 的法律理念已依稀能辨。” [1](第 5页)

笔者力图从立法 、执法 、守法等方面探讨毛泽东早期法治观的多重内容 , 并概览其流变发展。

一

毛泽东的早期法治观主要包括圣王制法 、自然立法 、人民动议 、宪法民定 、法律之大端为经济制度等内容 。

(一)圣王制法

就法的产生而言 ,青年毛泽东曾倾向圣王制法。他认为 , “有圣人者出 ,于是乎有礼 , 饮食起居皆有节度。” [ 2](第 65

页)这是自战国始封建礼法交融观的体现 , 其思想明显来自于儒家的礼法来源论。即“人生而有欲 , 欲而不得 , 则不能无

求 ,求而无度量分界 , 则不能不争” 、“先王恶其乱也 , 故制礼义以分之” 、“是礼之所起也” [ 3](第 115 页)。也就是说 ,礼法

由人的无度量分界引起的 ,是为限制人类需求的无限度而设制 , 礼法应由能够确定这个度量分界的圣王来制订 , 圣人才

是礼和法的制订者。青年毛泽东的立法观深受此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 , 与此同时 、甚至更早 , 青年毛泽东于 1912 年 6

月写的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习文 ,就阐述了进步的立法观点:文章紧扣“立信”原则 , 从立法的角度 , 以“不仅要

有为民有利的法律 ,而且政府自身也必须是民治的政府”两个递进方面 , 论述了法要“立信” 、政府要取信于民 , 法应是人

民意志的表达和体现 ,以及统治者要以法取信于民的主张[ 2](第 1 页)。

(二)自然立法

基于圣王制法 ,青年毛泽东认为国家要由大智慧的圣贤来治理 , 即“贤人治国”思想。从贤人治国思想出发 , 青年毛

泽东述及了“本源论” ,进而提出了自然立法观。“夫本源者 ,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 , 各为宇宙之一体 , 即宇宙之真理 ,

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虽有偏全之不同 , 而总有几分之存在。”并进而指出 , “今之纷纷 , ……此无他 , 无内省之行 , 无外观之

识而已矣。”“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 , 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 , 此如秋潦无源 ,浮萍无根 , 如何能久?” [ 2](第 82 页)

(三)“人民动议”

针对当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并随着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将封建的中国毁而重建的主张 ,“吾意必须再造之 ,

使其如物质之毁而成 ,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 。” [ 2](第 183 页)继而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制定宪法 ,并对制宪会议的召

集者和宪法的制定者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旧政府已倒 ,旧制度根本推翻 , 革命政府成为国中唯一势力 ,舍革命政府更无

有能召集宪法会议者。要说由人民动议 ,则革命政府之首领 , 即是一个人民。” [ 2] (第 647 页)“我们只承认革命政府有召

集宪法会议之权 ,决不承认其有起草宪法之权 。” [ 2](第 6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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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宪法民定”

受改良主义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也曾接触 、一度接受改良主义的立法观 ,崇拜康有为 、梁启超 , 并赞成他们的 “君主

立宪”主张。毛泽东在阅读过的一份《新民丛报》上写道:“正式而成立者 , 立宪之国也 , 宪法为人民所制定 , 君主为人们所

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 , 专制之国家也 ,法令由君主所制定 ,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 , 如现今之英 、日诸国;后

者 ,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 4](第 8-10 页)从中可以看出 , 此时 ,毛泽东对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立法制度

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而所强调的是保留女王和天皇的英国和日本 ,这是其改良主义立法观的直接体现。这与康有为

的“以国会立法 , 以法官司法 ,以政府行政 , 而人主总之” [ 5] (第 96 页)有相通之处。但不同的是 , 青年毛泽东强调“君”主

要在人民所推戴的前提下保留 ,这是青年毛泽东改良主义不同凡响的地方 ,也是近代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改良主义的主

张。更为重要的是 ,青年毛泽东与其他改良主义者的区别还在于主张宪法应由人民制定 ,即“人民立宪”或“宪法民定”的

思想。这是青年毛泽东改良主义立法观的最为无比寻常之处。它经民主革命时期注入新的涵义之后面目一新 , 成为立

法观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6](第 74 页)。

在论及如何制定“湖南宪法”以及“建设新湖南”的建议中 ,毛泽东也提出 , 政府由宪法产生 ,政府无权制定宪法, 宪法应

由人民(或人民代议机关)制定 ,以及实行民治主义。对湖南宪法可以实行全民投票 ,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代表的方法 ,“名义

上由湖南革命政府拟定 ,实质上 ,至少参入在省城里的住民 ,习惯上(不是法律上)固有之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省农会省

工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等各团体的意见。” “由代表自行集会 ,先推出相当人数 , 起草湖南宪法

草案 , 次将宪法草案议决成正式宪法 , 次用湖南宪法会议全体代表名义 ,将此正式宪法公布。” [ 2](第 647-648 页)

可以较清楚地看出 , 青年毛泽东对制定一部反映资产阶级 、工人 、农民 、警察及各社会团体的各阶级的联合意志的宪法

有着明确的追求。其制宪的目的 ,也在于“根据省宪法的规定 ,把省的立法 、司法 、行政各机关一一组织起来 , 建设一个美国

州式的或德国邦式的省政府” [ 7] 。对于人民宪法会议之组织法及选举法 ,毛泽东亦有六点主张[ 2](第 655 页)。毛泽东还在

“自决” 、“自治”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治” [ 2](第 453页), “积极方面 , 莫如建设民治” [2](第 451 页),“第一义则自决主义 , 第二

义则民治主义” [ 2](第 453 页)。

(五)法律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伴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向唯物史观转变。从“驱张运动” [ 2](第 655 页)的觉醒到对“湖

南自治”的反思 , 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认识到了社会变革的“本源”是经济基础 ,“社会制度

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 开始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 , 岂区区̀ 改良其旧' 云云所能奏效

乎” [ 4](第 417页),直至指出了议会立法的阶级实质和对《湖南省宪法草案》的针对性批判[ 8](第 83 页)。这说明 ,毛泽东

对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法的阶级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 立法集中反映了统治

阶级的意志。

此外 ,青年毛泽东注意到了中国历代变法改革的鲜明特点之一 , 是先立法后改革 , 以国家的力量维护改革的正统性

和合法性。这既是其法思想的敏锐体现 ,也是其立法观方面积极的可贵之处。进而 ,青年毛泽东还对具体立法进行了思

考 ,主张通过经济立法 、税制法律来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 , 针对富人开征遗产税 ,针对贫困人口减轻盐税 ,废除苛税 , 达

到“抑富扶贫” ,保障和修养民生。

二

毛泽东早期法治思想 ,属于严格 、完整意义的执法内容不多 , 但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执法的内容。事实上 , 毛泽东早

期的执法主张是其立法观的必然继续。因为 ,无论是商鞅徙木立信的实现 ,还是变法法令的实施 , 都离不开实践中的严

格执行 ,而实践中的法令推行有时还要有强制力的保障。这种强制力直接来自于执法机关 ,终极来源是国家政权。列宁

就曾经指出:“如果没有政权 ,无论什么法律 , 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 9](第 308 页)。纵观毛泽东早期的法治观 ,

毛泽东提倡法治的重心之一 ,是主张通过强制的执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 强调执法的严厉性。此外 ,与其平等思想相适

应 ,以及鉴于对法律与其它社会意识关系的认识 ,青年毛泽东同时也主张执法的平等性和特殊性。

(一)执法的严厉性

毛泽东早期法治观中关于执法的严厉性 , 可以从他 1916 年反对湖南人驱逐军阀汤芗铭的有关信件和论述中窥见一

斑。青年毛泽东反军阀的立场是坚定的 ,这毫无疑问 ,他自己也作过明确的表述。作为袁世凯的代理人汤芗铭 , 在湖南统

治近三年的种种罪恶 ,历史也早有定论。但毛泽东“反对驱汤”却是事实。“湖南问题 , 弟向持汤督不可去, 其被逐也 , 颇为

冤之。”不可否认 ,毛泽东与当时一般的“驱汤”见解不同、持“汤督不可去”有多种政治原因 ,但毛泽东肯定汤芗铭在湖南期

间的严格执“法”不能不说是重要理由之一 “汤在此三年 以严刑峻法为治 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 而镇静辑睦之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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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 ,几复承平之旧。 ……任张树勋警察长 ,长沙一埠 ,道不拾遗 ,鸡犬无惊, 市政之饬 ,冠于各省 ,询之武汉来者, 皆言不及

湖南百一也。……矿警一役之后 ,学生多逃 , 下谕不可辍课 ,请款即发 ,此岂巽懦蹙蹜者所克办哉!” [ 2](第 43 页)但也可以

看出毛泽东当时对乱世有“治乱世用重典”的中国传统刑法思想。后来在《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一文中 , 毛泽东

还提出了“明令罢职 ,提交法庭依律处办, 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 2](第 608 页),也表达了其严格执法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 ,在汤芗铭“严刑峻法为治”的论述中 ,青年毛泽东是以充分地肯定法家的“严刑峻法”的观点为立论基

础的。事实上 ,早在 1912年写的《商鞅徒木立信论》之时 ,毛泽东就推崇先秦法家商鞅有佳。商鞅说过:“重刑而连其罪 ,

则褊急之民不斗 ,很刚之民不讼 , 怠悄之民不游 ,费资之民不作 , 巧谀 、恶心之民无变也。”但商鞅还认为 ,实行严刑峻法的

目的 ,还是为了爱民 ,“法者 , 所以爱民也” [ 10](第 261 页)。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的认识也是较为深刻的 ,“其(指商鞅———

引者注)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 , 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 , 尚军功以树国威 ,弩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

大政策” [ 2](第 1 页)。毛泽东正是从祟尚法治 、严格执法这一论点出发 ,才在有关汤芗铭治湘的评论中有以上论述。

(二)执法的平等性

除了法的强制性 、执法的严厉性以外 , 青年毛泽东还述及了法的权威性和执法的平等性。在家庭内 , 他认为父母和

子女一样平等 ,父母的行为没有也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 ,其对子女的干预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家庭一旦发

生违法行为 ,可像西方那样 , 子女有权“在法庭提出诉讼 ,或竟采用自卫的抵抗方法” [ 2](第 391 页)。在国家内 , 政府首脑

和普通平民是平等的 ,“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 ,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 ,把治者做主人 , 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 ,就是

禹汤文武 ,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 [ 2](第 484 页)。直至在革命活动初期毛泽东郑重提出 ,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 ,应当是

政策和法律的率先执行者 ,不允许有不受政策和法律约束以至违反政策和法规的特权者。

(三)法实施的特殊性

在考察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中 ,青年毛泽东阐述了法律实施的特殊性。“以广义言之 , 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 2]

(第 121 页), “道德因社会而异 , 因人而异。” [2](第 123 页)“道德范人之行” [ 2](第 84 页)。而法律作为“一种笼统之社会

制裁 ,则对于善者鼓吹之 , 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 ,被驱于此制裁之下 ,则相率为善不为恶” [ 2](第 86 页)。即道德靠

宣传教育来传播 ,靠人的自觉性来实现 , 只能限于一定的范围 , 如果行为超出这个范围 ,就必须由法律来处理。毛泽东还

认为:“义务直是法律 ,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 , 而不强人为善 , 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 义务者 , 对己者也 , 对

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 ,而偷安而不之为 , 即为义务之所禁。” [ 2] (第 215-

216 页)也就是说 ,道德上的义务则是发自内心信念的不断为善行为 , 道德依靠社会舆论 、风俗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 ,

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法律上的义务则是指法律上规定人们所必须履行的某种责任 , 受到道德谴责

的行为不一定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反之类似 。

三

在毛泽东早期有关法治的论述中 ,除了对立法 、执法等方面进行探讨外 , 青年毛泽东对守法也有少量述及。主要是

论述了法之良恶 、开发民智与守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一)法之良恶与守法

青年毛泽东曾明确地提出了“良法” 、“恶法”的观念 , 分析了 “良法” 、“恶法”与民众遵守的关系 ,指出了“良法”是民

众的福祉 ,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工具 , 民众必争相拥之;反之则必阻之。“法令者 , 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 , 其幸福吾民

也必多 ,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 , 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 , 维持之 ,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

民互相倚系 ,安有不信之理? 法令而不善 , 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 , 且有危害之足惧 , 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 [ 2]

(第 1 页)这就是说 , 既然“法令者 ,代谋幸福之具也” ,那么 , 法令的好坏 ,完善与否 , 与国与民休戚相关。“法令而善 ,其幸

福吾民也必多” ,“法令而善” ,国民“必竭全力以保障之 ,维护之” 。要达到这个作用 ,必然要求“善法” , 进而实现“吾民方

恐其不布此法令 ,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 。反之 ,“法令而不善” , 不仅“无幸福之可言” ,而且有“危害之足惧” , 国民必竭全

力以阻止之。这个观点在对 1910 年长沙抢米风潮中饥民和哥老会会员的同情 、并赞成死者为英雄 、杀人者有罪中[ 11]

(第 11-13页)也得到映证。

(二)民智与守法

青年毛泽东还分析了法律的遵守与民智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法律的遵守有赖于民智 ,但在中国长期封建专制社会

中 ,统治阶级压迫人民 , 长期奉行“民可使由之 , 不可使知之” [ 12](第 245 页)的专制思想 , 导致民众知法甚少 、民智黑暗。

“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 , 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这也就不难理解“民是此民矣 ,

法是彼法典” “黎民惧焉” [ 2](第 2 页)法律状况的出现 这个法律运行与民智关系的分析 类似于今天的法制宣传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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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广泛的法律知识教育 ,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 ,使广大民众知法 , 然后才能做到守法。

应该说明的是 ,毛泽东历来主张破字当头 ,立在其中。他曾指出:“大战而后 , 政治易位 ,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

现在一点都不中用 ,以后的政治法律 , 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 , 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 ,

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 ,要怎么定就怎么定 。” [ 2](第 480 页)“资本家有`议会' 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

阶级的法律;有`政府' 执行这些法律 , 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 军队' 与̀ 警察' ,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

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 [ 13](第 4 页)以此为逻辑 , 无产阶级决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 必须冲破这些

法律的限制。不仅如此 ,事实上 , 青年毛泽东对父权 、族权和其它礼法就有较强的反抗意识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 , 毛

泽东早期的思想中难有较完整的守法观 ,但这并不否认其法思想中守法观的存在 ,因为“破”后要“立” , “立”之后 ,必定要

有“守” ,否则也就没有“立”的必要。所以 , 从逻辑上说 ,守法就是毛泽东早期法治观的应有之义 , 只是侧重不同罢了 , 或

者是有待展开而已。

四

青年毛泽东在法的制定(立法)、法的执行(执法)和法的遵守(守法)等方面 ,都有一定的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

东早期法治观的单一和定型 ,事实上更多是其法治观的多重和流变。

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政治纷争绵延不断。加之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性

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依旧和西方理论流派的渐进输入 ,进而产生了多样的思潮和主义 ,各种

社会思潮此起彼伏 、涨起涨落。作为热血和睿智青年 , 毛泽东目睹并部分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急剧 、最伟大的变革。

因此 ,在他上下求索 、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 ,其思想观点 、探索历程就不可避免地烙上各种思想的印记 , 其中就包

括封建主义法律思想 、改良主义法律思想 、民主主义法律思想 、无政府主义法律思想[ 6](第 73-77 页),等等。后来毛泽东

就说过:“在这个时候 ,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 、民主改良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 、

乌托邦思想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 14](第 125 页)

曾几何时 ,青年毛泽东追求“大同者 ,吾人之鹄也” ,信奉无政府主义 ,认为人们在“大同”世界 ,“可尽毁一切世法 , 呼

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 2](第 86 页),主张毁掉一切法律 , 设想进行无家庭 、无国家 、无法律的试验 , 同时主张废除宗教 ,

反对迷信。他将自己的“新村”与康有为的“大同”相揉合 , 试图建设一个院 、社 、场 、馆 、会等浑然一体的新群体 ,设有“公

共育儿院 ,公共蒙养院 , 公共学校 ,公共图书馆 , 公共银行 , 公共农场 ,公共工作厂 , 公共消费社 ,公共剧院;公共病院 , 公

园 ,博物馆 , 自治会” [ 2](第 418 页)等充满着以“公”字命名各种机构的桃源胜地。当然这个“新村”不可能给法治留下一

席之地 ,“自治会”可能是唯一的管理机关了 , 但与法治 、政权以及政治应当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实际上就变成了纯粹的

法律取消论者。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 ,青年毛泽东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认识历程:“吾尝梦想人智平等 , 人类皆为

圣人 ,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 , 今亦知其决无境矣。” [2](第 170 页)

但伴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 、社会实践的丰富 ,各种社会思潮的洗礼 、各种社会矛盾的冲击 ,特别是军阀间混战 、阶级

斗争的残酷现实 ,促使毛泽东理性思考的增多和理论素养的逐步提高 ,因而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更加透彻 、全面 ,对法治

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并逐渐意识到:由于社会的多层次性 、多变性和复杂性 ,法治的存在具有广泛和深刻的社会

现实基础。“然大同亦岂人生所堪乎? 吾知一入大同之境 , 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 , 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

境矣。” [ 2](第 169 页)这清楚地表明 , 不要法治的无政府主义的法律观在他的思想中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动摇。事实上 ,

此时的毛泽东开始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政府和法实践。“俄国的`布尔塞维克' , 照字义讲 , 就是`多数党' , 照主义

讲 ,就是要组织工民的共和国 , 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 , 也有政府 ,也有宪法 , 并不是`无政府' 。” [ 15](第 365 页)苏俄的理

论和实践 ,催生了青年毛泽东在法治观选择上的新的增长点。

特别地 ,青年毛泽东还曾认为礼法应由圣王来制订 ,但至 1947 年 , 应经成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已有了“法律本于人

情” [ 16](第 292 页)的明确主张 ,即立法应立足于群众实际生活。这事实上是表达了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 、人民是

法律的行为主体和评价主体的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立法中实事求是的客观要求。

纵观青年毛泽东的法治观发展历程 ,毛泽东早期的法思想 ,是其思想发展并追求真理的过程中 , 接触 、甄别 、接受各

种思潮并观察 、思考 、研究直至批判的产物 ,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 ,也映照着此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但无论如何 ,

毛泽东的早期法思想 ,于当时来说仍然较为先进 , 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 , 而且这些思想“在同期中外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

链条和广阔画面中也颇具个性” [ 17](第 348页)。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主观心路印迹看 , 毛泽东早期的法思想是其后来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构成;从中国近现代法的产生 、发展的客观过程看 , 毛泽东早期的法思想也蕴含 、

渗透 折射着法理意义上的时代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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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与流变之中 , 在传统法与西法之间 ,青年毛泽东表达了其绚丽多彩的法治观。从一定程度上说 ,这些观点主张

构成了毛泽东法思想的历史与逻辑起点。但这并不是说, 毛泽东早期已经完全确立了全局意义上的法治观 , 也不意味其法

治观的成熟。事实上 ,毛泽东早期法思想中更多的则是法治观点方面的零星渗透 、有时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

即使这些零星渗透 ,也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纠结中、最多是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只言片语的部分表

达。鉴于种种历史 、理论和其它条件的限制 ,这些表达难免不够深入 、不够系统 、不够成熟 ,但不乏真知灼见 , 有些直接或间

接成为毛泽东法思想直至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胎盘和思想萌芽。后来毛泽东关于法思想的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

在法实践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毛泽东自己曾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

动, 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18](第 534 页)历史在延续 、时代在发展, “总结”也要继续。我国当前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于 1999 年明确载入我国宪法。为此 ,厘清 、阐发和重温毛泽东早期法治观, 无

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上应该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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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Mao Zedong' s Early Outlook of the Rule of Law

Zhao Guangyuan

(Wuhan Unive rsity Law School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process of the youth Mao Zedong' s thought fermentation and sprout was colorful , and

law thought also contained.In these initial expression of sporadic infilt ration and few words of law idea , M ao

Zedong had referred to the legislation , the law enfo rcement and the compliance , namely , a certain ex tent

elabo rating the outlook of the rule of law .But it i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se view s that constituted the

history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Mao Zedong' s thought of the rule of law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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